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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贫困县的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

———基于中国县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方迎风

　 　 〔摘要〕 　 在区域均衡发展和精准扶贫目标下ꎬ 对扶贫重点县的区域发展推动效应的研究

仍然具有较强理论与政策意义ꎮ 选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县级面板数据分析中国扶贫重点县战略的

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效应ꎬ 其结果显示ꎬ 长期而言ꎬ 扶贫重点县的设立对新世纪中国区域经济

增长依然有显著的推动作用ꎬ 相比非扶贫重点县ꎬ 扶贫重点县的经济增长显著更快ꎬ ６ 年间累

计增长高出 １６ 个百分点ꎻ 短期ꎬ 尤其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进行贫困县认定和调整的这两年ꎬ 贫

困县的经济增长却比非重点县显著偏低ꎬ 即使以贫困地区以及低收入县 (按收入大小排序)
代替贫困县ꎬ 结果依然一致并显著ꎬ 说明扶贫重点县在新世纪推动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仍然发

挥了积极作用ꎮ 但是重点县的调整对低收入县的行为在短期有负向激励效应ꎬ 导致对贫困县的

瞄准出现偏差ꎬ 减弱了其经济增长效应ꎮ 未来在制定区域性平衡发展政策时ꎬ 需要充分考虑政

策的行为激励效应ꎬ 增加瞄准效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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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国家级扶贫重点县的设立是一种以县为瞄准

对象的区域式扶贫模式ꎬ 主要采取给予贫困地区

政策优惠和财政资金方式ꎬ 并以扶持、 完善基础

设施建设、 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为重点ꎮ 贫困县的

设立在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中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ꎮ 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ꎬ 贫困县

的设立是中国早期减贫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重要

原因之一ꎮ 当前中国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

胜阶段ꎬ 扶贫也进入了最后的攻坚阶段ꎬ 要实现

“到 ２０２０ 年ꎬ 我国现行标准下 (２３００ 元 /人年ꎬ
２０１０ 年不变价) 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ꎬ 贫困县

全部摘帽ꎬ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的目标ꎬ 减贫

工作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ꎬ 尤其是在当前中国经

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档期、 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

政策消化期 “三期叠加” 的特殊时期ꎮ 另外ꎬ 区

域性瞄准下的扶贫政策在区域内部之间的作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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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差异ꎬ 政策瞄准的精准性还有提升的余地

(Ｐａｒｋꎬ Ｗａｎｇꎬ ２０１０)ꎮ〔１〕 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已将

扶贫战略转向精准扶贫ꎬ 在精准扶贫战略下ꎬ 贫

困瞄准重点由区域对象向个体对象转移ꎬ 致使很

多人质疑扶贫重点县设立的意义和必要性ꎮ 为此ꎬ
设定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 (后文简称重点县

或贫困县) 的区域性扶贫战略值得重新进行

评估ꎮ
现有基于贫困县的研究文献屈指可数ꎮ 王小

华和温涛等人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６) 分层比较了贫困县

和非贫困县农贷的减贫效应和精英俘获机制ꎮ〔２〕潘

竟虎和贾文晶 (２０１４) 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国

家级贫困县的经济差异ꎮ〔３〕毛捷、 汪德华和白重恩

(２０１２) 基于 “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研究扶贫和

地方政府的公 共 支 出 选 择ꎮ〔４〕 赖 玥 和 成 天 柱

(２０１４) 则研究贫困县和非贫困县财政激励效应

的差异ꎮ〔５〕 本文选取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中国县级面板

数据ꎬ 着重分析贫困县设立和调整的经济增长效

应与行为激励效应ꎮ 国内外现有与本文相近的研

究 ( Ｍｅｎｇꎬ ２０１３ꎻ Ｐａｒｋꎬ Ｗａｎｇꎬ Ｗｕꎬ ２００２ 等)
主要从一个长期视角评估进入贫困县是否有利于

推动其经济增长ꎬ 并且都以 ２０ 世纪九十年代的

“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作为评估对象ꎬ 其中ꎬ
Ｐａｒｋꎬ Ｗａｎｇꎬ Ｗｕ (２００２) 通过分析 １９８１ － １９９５
年中国县级面板数据发现ꎬ 由于贫困县的指定使

得 １９８５ － １９９２ 年人均收入增加了 ２ ２８％ ꎬ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５ 年增加了 ０ ９１５％ ꎮ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３) 使用断点

回归方法评估中国 “八七” 扶贫攻坚计划ꎬ 估计

得出了贫困县的农村人均收入约增加 ３８％ 的结

论ꎮ〔６〕但是现有文献对新世纪以来贫困县设立和调

整的长期和短期经济增长效应并未进行研究ꎬ 尤

其是贫困县调整期前后的短期经济增长效应ꎮ
成为国家级贫困县意味着可以得到国家和省

级政府各项政策以及财政资金的支持ꎬ 因此在短

期ꎬ 县级层次的目标可能偏离长期目标ꎬ 尤其是

在进行贫困县调整的特殊时期ꎮ 事实上从 ２００２ 年

开始ꎬ 我国针对贫困县的各项扶持资金逐年上升ꎬ
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２５０ ２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９０２ ６
亿元ꎬ 其中ꎬ 中央财政扶贫资金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８ ５ 亿上升到 ２０１５ 年的 ４４０ ４ 亿ꎬ 上升幅度达 ４
倍多ꎬ 平均到每个重点县达几千万ꎬ 一些特殊县

甚至能获得上亿的资助ꎮ 扶贫资金在促进贫困地

区经济增长、 缩小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差距方面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刘冬梅ꎬ ２００１)ꎮ〔７〕 因此有很

多县 的 贫 困 县 帽 子 摘 不 掉 ( 郭 君 平 等 人ꎬ
２０１６) 〔８〕ꎬ 不愿意摘ꎬ 甚至以进入国家扶贫重点县

为荣ꎬ 努力通过游说等手段进入贫困县序列ꎬ 导

致扶贫工作中对贫困县的瞄准可能产生偏差ꎬ 甚

至出现了贫困县中还存在着所谓 “百强县”① 的

现象ꎮ 并且ꎬ 政府的财政激励对地方的政策选择

也有较强影响 (Ｈａｎꎬ Ｋｕｎｇꎬ ２０１５) 〔９〕ꎬ 由于以地

区经济增长作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重要指标会对地

方官员的行为产生激励ꎬ 订制出台以偏向经济增

长为核心的经济政策便不难理解了 (周黎安ꎬ
２００７ꎻ 张军ꎬ ２００５ꎻ 徐现祥ꎬ ２０１０ 等)ꎮ〔１０〕 傅勇、
张晏 (２００７) 指出ꎬ 中国的财政分权以及基于政

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造就了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结

构 “重基本建设、 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
的明显扭曲ꎮ〔１１〕 因此ꎬ 贫困县战略的短期经济增

长效应可能会偏离长期效应ꎬ 从而影响贫困县的

瞄准效率ꎬ 降低区域均衡效应ꎮ
本文在对传统经济增长的实证模型进行差分、

控制初始经济增长和相应的地区固定效应、 选用

工具变量法基础上ꎬ 以中国近 １０ 年县级层次的数

据ꎬ 分析贫困县设立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短期和长

期影响ꎬ 并重点研究在扶贫重点县调整前后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县级政府的行为选择对当地经

济增长的影响ꎬ 进而按收入大小排序选择可能成

为贫困县的县份进行稳健性分析ꎮ

二、 扶贫重点县发展的事实化描述

１. 扶贫重点县的经济增长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ꎬ 扶贫重点县的

经济也在快速增长ꎮ 并且除了 ２０１１ 年ꎬ 扶贫重点

县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均明显高于全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ꎮ 但是ꎬ 重点县人均 ＧＤＰ 与全国人均 ＧＤＰ
之间的差距依然很大ꎬ 绝对差距仍呈上升趋势

(图 １)ꎬ 要达到区域均衡增长ꎬ 贫困地区的发展

还任重道远ꎮ 另外ꎬ ２０１１ 年扶贫重点县的人均

ＧＤＰ 增长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值ꎬ 图 ２ 给出了 ２０１５
年所有存在贫困县的省份的贫困县人均收入增长

和全国农村人均收入增长情况ꎮ 可以发现ꎬ 扶贫

重点县的农村人均收入水平显著低于全国农村人

均收入水平ꎬ 不过在大部分的西部省份ꎬ 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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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瞭望»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６ 日刊文ꎬ “这些 ‘百强县’ 竟是贫困县”ꎻ «中国经济周刊»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刊文ꎬ “国
家级贫困县登上 ‘百强’ 榜单: ‘贫困县’ 政策是否取消”ꎮ 另ꎬ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官网的公告ꎬ ２０１２ 年后期调

整中已经将扶贫重点县中存在的所谓 “百强县” 全部调出ꎮ



间的差距要小很多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所有省份的

扶贫重点县的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率比

各自省份农村人均收入的名义增长率高很多ꎬ 这

与之前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ꎮ 根据中国农村贫困

监测报告统计资料显示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扶贫重点

县农村贫困人口减少规模占同期全国农村贫困人

口减少规模的 ５１ ２％ ꎮ 扶贫重点县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１２ ４％ ꎬ 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

水平高 ３ ２ 个百分点ꎮ ２０１５ 年扶贫重点县农村居

民人均收入水平相当于全国农村人均水平的

６３ ５％ ꎬ 占全国农村人均收入的比重比 ２０１１ 年上

升 ７ １ 个百分点ꎬ 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不

断缩小ꎮ①

图 １　 扶贫重点县和全国人均 ＧＤＰ 增长趋势

注: 图中变量均以当年价格计算ꎮ 数据来源: «中国统计年

鉴 ２０１６»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２０１１» 和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

报告 ２０１６»ꎮ

图 ２　 ２０１５ 年全国农村地区和扶贫重点县

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及名义增长率比较

注: 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２０１６»ꎬ 其中部分

指标的数据由作者整理计算得到ꎮ

２. 重点县的贫困状况及减贫贡献

图 ３ 给出了全国农村贫困人口、 扶贫重点县

贫困人口以及两者比例的变化趋势ꎮ 需要注意的

是ꎬ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８ 年为低收入标准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为 ２００８ 年的贫困标准ꎬ ２０１１ 年以后采用的是

２０１０ 年的贫困标准 (２３００ 元 /人年ꎬ ２０１０ 年不变

价)ꎮ 可以看到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 经济的快速

增长以及国家扶贫政策的推进ꎬ 不管是全国农村

地区还是扶贫重点县ꎬ 贫困人口都在快速下降ꎮ
扶贫重点县的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

例在各时间段内相对平稳ꎬ 贫困人口仍主要集中

在贫困县ꎮ 如图所示ꎬ 在 ２００７ 年以前基本在

５５％左右波动ꎬ 在 ２０１１ 年以后基本在 ５１％ 左右

波动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比例突然增加ꎬ 在 ６０％左右

波动ꎬ 尤其 ２０１０ 年达到 ６３％ ꎮ

图 ３　 全国农村地区和扶贫重点县

贫困人口变化 (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５)
注: ２０１１ 年以前为 ２００８ 年贫困标准ꎻ ２０１１ 年及以后为 ２０１０

年贫困标准ꎻ 贫困人口减少占比即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减少占全

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比例ꎮ 数据来源: «中国农村贫困监

测报告 ２０１６»ꎬ 相关指标数据由作者进行整理计算得到ꎮ

与此同时ꎬ 重点县贫困人口减少占全国农村

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比例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６３ ５％ 持

续减少到 ２０１２ 年的 ４３ １％ ꎬ 说明 ２０１２ 年非重点

县的贫困人口减少对整个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减少

的贡献高于扶贫重点县ꎬ ２０１２ 年以后重点县贫困

人口减少占全国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减少的比例开

始回升ꎬ 重新回到 ５０％以上ꎮ 对于整个时间段而

言ꎬ 扶贫重点县贫困人口减少量占全国农村贫困

人口减少量的比例波动较大ꎬ 除了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１２ 年ꎬ 其他年份基本在 ５０％ 偏上ꎬ ２０１５ 年达

到 ５２ ４％ ꎬ 如果包括连片特困区的贫困人口变

动ꎬ 则 ２０１５ 年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减少占比将达

到 ５７ ４％ ꎮ
综合分析表明ꎬ 贫困地区②的贫困瞄准效率

相对非贫困地区更高ꎬ 目前依然是精准扶贫的聚

集点ꎬ 也将依然是中国农村减贫的主要阵地ꎮ 但

是不容忽视ꎬ 尚有 ４０％以上贫困人口的减少来自

贫困地区以外ꎮ 然而ꎬ 在 ２０１１ 年扶贫重点县调整

前后的一段时期却出现了异于整体趋势的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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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统计数据来源于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２０１６»ꎬ ４９ － ５０ 页ꎮ
本文所指贫困地区包括 １４ 个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 ５９２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ꎮ



扶贫重点县的经济增长降速ꎬ 贫困人口占全国农

村贫困人口小幅度上升ꎬ 对全国贫困人口减少的

贡献持续下降ꎬ 甚至低于非重点县ꎮ 以上变动表

明ꎬ 新的十年扶贫规划下的扶贫重点县调整对这

些重点县的短期行为可能产生了负向激励作用ꎬ
这对扶贫瞄准效率将会有所影响ꎬ 从而削弱减贫

效率ꎮ

三、 数据介绍与实证方法

１. 扶贫重点县调整情况

２０１１ 年ꎬ 国家在颁布实施 «中国农村扶贫开

发纲要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０ 年)» 进行第二个十年扶贫

规划时ꎬ 对国家重点扶持县做了第三次调整ꎬ 并

且将调整的权力下放到各省ꎬ 由各省根据实际情

况ꎬ 按 “高出低进ꎬ 出一进一ꎬ 严格程序ꎬ 总量

不变” 的原则调整ꎮ 在这次调整中ꎬ 大部分省市

的贫困县并未改变ꎬ 除了河北、 内蒙古、 黑龙江、
安徽、 广西、 海南、 四川、 陕西、 青海以外ꎬ 河

北和陕西 ６ 进 ６ 出、 内蒙古 １２ 进 １２ 出、 黑龙江

和海南 １ 进 １ 出、 广西 ３ 进 ３ 出、 四川和青海 ２
进 ２ 出、 安徽 ５ 进 ５ 出ꎬ 因此ꎬ 原扶贫重点县共

调出 ３８ 个ꎬ 原非重点县共调进 ３８ 个ꎬ 全国重点

县总数仍为 ５９２ 个ꎮ 但本文在经过数据整理后却

发现ꎬ ２０１２ 年以前有 ５７３ 个国家级扶贫重点县ꎬ
２０１２ 年以后则有 ５７２ 个ꎬ 说明其中退出和新进入

的重点县实际分别为 ３８ 个和 ３７ 个ꎮ①

设立贫困县是国家扶贫开发战略中区域瞄准

的重要战略手段之一ꎮ 从 １９８６ 年第一次确定 ３３１
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县开始ꎬ 此后进行过三次调整ꎬ
分别在 １９９４ 年、 ２００１ 年和 ２０１１ 年开展ꎮ １９９４ 年

颁布实施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０
年)»ꎬ 并对贫困县进行了第一次调整ꎮ ２００１ 年在

颁布实施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０
年)» 并进行第一个十年扶贫规划时ꎬ 对国家重

点扶持贫困县进行了第二次调整ꎬ 且将贫困县改

称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ꎬ 同时将东部 ３３ 个重

点县的指标全部调到中西部ꎬ 东部不再确定国家

级扶贫重点县ꎬ 西藏自治区作为特殊扶持区域ꎬ
整体享受重点县待遇ꎬ 不占重点县指标ꎮ 此外ꎬ
在分析中ꎬ 我们删除了北京、 天津和上海辖下的

县级区划数据ꎬ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数量不变ꎬ

依然 ５９２ 个ꎮ ２００１ 年以后ꎬ 重点县数量的确定采

用了 “６３１ 指数法”: 贫困人口 (按全国比例)
占 ６０％权重 (其中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各

占 ８０％与 ２０％比例)ꎻ 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的县

份数 (按全国比例) 占 ３０％ 权重ꎻ 人均 ＧＤＰ 低

的县份数、 人均财政收入低的县份数占 １０％ 权

重ꎮ 随着时间推移以及标准的更改ꎬ 部分县随之

退出了国家扶持序列ꎮ 由于第三次贫困县调整的

权力下放到各省ꎬ 不同省份对贫困县的认定有差

异ꎬ 尤其是在分权负向激励刺激下ꎬ 一些县市甚

至通过游说、 虚报等方式力争进入贫困县序列ꎮ
除了设立贫困县ꎬ 国家还通过设定集中连片

特困地区进行区域性扶贫ꎬ 将集中连片特困地区

作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ꎮ 在 ２０１１ 年ꎬ “按照集中

连片、 突出重点、 全国统筹、 区划完整的原则ꎬ
以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９ 年三年人均县域国内生产总值、 人

均县域财政一般预算性收入、 县域农民人均纯收

入等与贫困程度高度相关的指标为标准ꎬ 将这 ３
项指标均低于同期西部平均水平的县 (市、 区)ꎬ
以及自然地理相连、 气候环境相似、 传统产业相

同、 文化习俗相通、 致贫因素相近的县划分为连

片特困地区ꎮ 在划分过程中ꎬ 对少数民族县、 革

命老区县和边境县采用了增加权重的办法予以倾

斜照顾”ꎮ② 最终有 ６８０ 个县进入连片特困区ꎬ 其

中ꎬ 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有 ４４０ 个进入ꎮ
２. 实证方法

本文选取的是一个 ６ 年平衡面板数据ꎬ 为了

评估扶贫重点县的长期和短期政策效应ꎬ 我们在

传 统 实 证 增 长 模 型 ( Ｍａｎｋｉｗꎬ Ｒｏｍｅｒ＆Ｗｅｉｌꎬ
１９９２) 〔１３〕基础上ꎬ 任意选取了两年的数据做差分

分析ꎬ 估计模型如下:
Ñｌｎ ( Ｙｉｔ ) ＝ β０ ＋ β１Ｐ ｉ ＋ β２ Ñｌｎ ( Ｙｉ２００９ ) ＋

β３Ｘ ｉｔ ＋ εｐ ＋ μ ｉｔ

其中ꎬ Ñｌｎ (Ｙｉｔ) 表示收入对数差ꎬ 即 ｌｎＹｉｔ

－ ｌｎＹｉｔ － １ꎬ ｔ ＝ 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３ꎬ ２０１１ꎬ ２０１０ꎻ Ñ ｌｎ
(Ｙｉ２００９) 表示 ｌｎＹｉ２００９ － ｌｎＹｉ２００８ꎮ Ｐ ｉ 表示 ｉ 县在 ２０１２
年是否进入贫困县ꎬ 若进入贫困县赋值 １ꎬ 不是

贫困县赋值 ０ꎻ Ｘ ｉ 表示控制变量ꎬ 包括县级总人

口、 县行政区划土地面积以及该县是否是丘陵县、
是否是山区县、 是否是民族县等ꎻ εｐ 表示省份固

定效应ꎮ 选取差分模型是为了消除一阶自相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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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详细变动情况参见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１ 日 ０４ 版ꎬ 标题为 “九省区调整扶贫重点县

名单”ꎮ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区认定的程序和标准来自中国扶贫办官网ꎬ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连片特

困地区县的认定”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ｐａｄ. ｇｏｖ. ｃｎ / ａｒｔ / ２０１３ / ３ / １ / ａｒｔ＿ ５０＿ １０３８７. ｈｔｍｌꎮ



题以及县级之间的非对称性关系ꎮ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３) 指出ꎬ 非贫困县比贫困县更可

能从快速经济增长中获益ꎬ 因此可能导致扶贫政

策的减贫效应低估ꎮ 同时ꎬ 在估计过程中ꎬ 还应

当注意另一种效应ꎬ 即 “收敛效应”ꎮ 贫困县的

初始增长相对非贫困县更快是因为有两种效应在

起作用: 一是 “政策效应”ꎬ 即贫困县可能获取

更多的财政资金和扶持政策的支持ꎻ 二是经济增

长中存在 “收敛效应”ꎬ 即贫困县由于其初始处

于一个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ꎬ 所以经济增长本身

相对非贫困县要快ꎬ 在估计时ꎬ 如果不区分这两

种效应ꎬ 可能会高估 “政策效应”ꎬ 因此需要对

初始经济增长状况进行控制ꎮ 这些因素是 Ｐａｒｋꎬ
Ｗａｎｇ＆ Ｗｕ (２００２)ꎬ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３) 都未考虑的

方面ꎮ 故本文在估计时ꎬ 将加入初始经济增长增

量变量的控制ꎮ

① «中国县 (市) 社会统计年鉴» 在 ２０１３ 年后正式更名为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ꎮ

另外ꎬ 国家级贫困县选择的内生性会导致

ＯＬＳ 估计的结果有偏差ꎬ 低估贫困县战略的政策

效应ꎬ 因此ꎬ 本文拟选择以初始的经济水平作为

工具变量进行两步最小二乘法估计ꎮ 一方面ꎬ 根

据 ２０１１ 年国家贫困县的确定主要基于前期县级收

入水平这一原则进行综合考量ꎻ 另一方面ꎬ 也参

考与借鉴 Ｐａｒｋꎬ Ｗａｎｇ ＆ Ｗｕ (２００２ )ꎬ Ｊａｌａｎ ＆
Ｒａｖａｌｌｉｏｎ (１９９８) 〔１４〕 的研究ꎬ 并在实证分析中做

Ｈａｕｓｍａｎ 检验ꎬ 汇报工具变量分析的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 ｃｏｒｒ. ＬＭ 检验结果和 Ｃｒａｇｇ￣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检验结果ꎮ 在稳健性分析中ꎬ 本文还将选择扶贫

重点县调整变化情况以及由三年平均收入排序确

定的低收入县进行分析ꎮ
进入贫困县序列后贫困地区便可以接受一定

的财政资金支持ꎬ 其中中央扶贫资金依然占主要

部分ꎬ 也有部分来自其所在省的政府扶贫资金和

相应的政策支持ꎮ 不仅如此ꎬ 省级扶贫资金最近

几年也在快速提高ꎬ 且省级政府的信息优势在扶

贫中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因此ꎬ 贫困县

的经济发展会受到其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

响ꎮ 除了国定贫困县而外ꎬ 还有各省 (尤其是一

些发达省份) 自主确定的一些省级贫困县ꎬ 它们

也会得到省级财政资金的支持ꎮ 在分析中尽管我

们采用差分模型ꎬ 可以消除一定的固定效应的影

响ꎬ 但由于没有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ꎬ
所以ꎬ 控制了一些县级变量ꎬ 并且控制了省份固

定效应变量ꎬ 以消除县所在省的不同经济发展情

况可能带来的影响ꎮ

３. 数据来源与统计分析

本文所选数据来自 ２０１４ 和 ２０１５ 年 «中国县

域统计年鉴» 以及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中国县 (市)
社会统计年鉴»①和 «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ꎮ
除了市辖区ꎬ 中国 ２０１４ 年底的县级区划数为

１９５７ 个ꎬ 但是从 ２００８ 年以来ꎬ 由于县变更为市

以及撤县立区等原因ꎬ 导致县级区划数不停地变

化ꎮ 为了分析的需要ꎬ 本文比对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

每一年县级区划情况的变化并做了整理ꎬ 如果因

撤县立市和撤县立区导致后期年鉴中没有关于该

市、 区的统计数据ꎬ 则删除该县ꎬ 如果有相关的

区 (市) 数据ꎬ 则保留ꎬ 并改成统一的名字ꎮ 经

处理后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４ 年每年共有 １９７９ 个县 (包
括县级市)ꎮ 由于无法获取 ２０１１ 年西藏和江西两

个省的所有县和 ２０１２ 年全国所有县的生产总值数

据ꎬ 因此ꎬ ２０１１ 年的实际有效县数为 １６１２ 个ꎬ
２０１２ 年则缺失ꎬ 但这不影响本文的分析ꎬ 因为

２０１１ 和 ２０１２ 年正是国家贫困县重新认定年ꎮ
表 １ 中给出了贫困县和非贫困县的各变量统

计性描述ꎮ 首先是人均 ＧＤＰꎮ 表 １ 中人均 ＧＤＰ 是

未经过价格调整的ꎬ 在后文的分析中所有的名义

变量都进行了价格调整ꎬ 即以 ２００８ 年价格为准ꎮ
人均 ＧＤＰ 方面ꎬ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之间的差异很

大ꎬ 贫困县 ２０１４ 年人均 ＧＤＰ 仅 １８３７４ 元ꎬ 甚至

低于非贫困县 ２００８ 年人均 ＧＤＰ 的 １９１８０ 元和非

贫困县 ２０１４ 年人均 ＧＤＰ 的 ４２１４８ 元ꎮ 对比不难

看出ꎬ 非贫困县人均 ＧＤＰ 以一个较快的步伐在持

续上升ꎬ 而贫困县却增长缓慢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ꎬ 人均 ＧＤＰ 水平甚至出现下降ꎬ 由 ２０１１
年的 １８０１９ 元下降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６８７７ 元ꎬ 其间ꎬ
中国整体经济增长速度减缓ꎬ 但是人均 ＧＤＰ 增长

步伐还是处在一个较高水平ꎮ 所以ꎬ 一方面贫困

县与非贫困县之间仍有一定的差距ꎬ 另一方面贫

困县的经济增长出现了非连续性ꎬ 表现为受宏观

经济波动的影响更大ꎮ
其次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ꎮ 由于 ２０１０ 年以后

该项数据的不可获得性ꎬ 该指标数据截止到 ２０１０
年ꎮ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之间的差距在农村居民人

均收入方面同样很大ꎬ 并且绝对差距随着时间的

推移在不断地扩大ꎬ 由 ２００８ 年的 ２３６２ 元增加到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９９５ 元ꎮ 另外ꎬ 不管是非贫困县还是

贫困县ꎬ 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与人均 ＧＤＰ 的差距都

非常大ꎬ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人均 ＧＤＰ 约 １ / ４
偏上一点ꎬ 增长速度也较为缓慢ꎮ 这说明全国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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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ꎬ 农村与城镇之间的差距很大ꎬ 并且在不断

扩大ꎬ 地区经济增长的惠农效果可能偏低ꎮ

① 受篇幅限制ꎬ ＯＬＳ 结果未呈现ꎮ
② 贫困地区包括扶贫重点县和连片特困区ꎮ 由于在认定连片特困区时ꎬ 西藏作为整体被纳为贫困片区进行政策支持ꎬ

为了消除分析上的偏差ꎬ 我们删除了西藏所包括的县级数据ꎮ 故经整理样本数据后总共有 １９０６ 个县ꎬ 其中ꎬ ２０１２
年以前贫困地区包括 ８１５ 个县ꎬ ２０１２ 年以后包括 ８０５ 个县ꎮ 回归结果未呈现ꎮ

最后关于一些特殊县在贫困县和非贫困县之

间的分布的讨论ꎮ 丘陵并不是贫困县的主要特征ꎬ
相对非贫困县ꎬ 贫困县中的丘陵县占比稍低一些ꎬ
非贫困县中的丘陵县占 ２８ ９％ ꎬ 而贫困县中的丘

陵县仅占 １８ ２％ ꎮ 山区县和民族县则是贫困县的

两个显著特征ꎬ 其中ꎬ 贫困县中山区县占 ６６％ ꎬ
民族县占 ４５ ９％ ꎬ 而非贫困县中的山区县占

３５％ ꎬ 民族县占 ２５ ３％ ꎮ
表 １　 贫困县和非贫困县变量统计表

非贫困县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变量名称
样本

量
均值

样本

量
均值

样本

量
均值

样本

量
均值

样本

量
均值

样本

量
均值

人均 ＧＤＰ １４０４ １９１８０ １４０６ ２１７８３ １４０６ ２５６７８ １１３１ ３２１２８ １４０４ ３９９４２ １４０６ ４２１４８

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
１３２８ ５１２９ １３３０ ５６５７ １３３０ ６５２９ － － － － － －

丘陵县 １４０６ ０ ２８９ １４０６ ０ ２８９ １４０６ ０ ２８９ １４０６ ０ ２８９ １４０７ ０ ２９１ １４０７ ０ ２９１

山区县 １４０６ ０ ３５０ １４０６ ０ ３５０ １４０６ ０ ３５０ １４０６ ０ ３５０ １４０７ ０ ３５２ １４０７ ０ ３５２

民族县 １４０６ ０ ２５３ １４０６ ０ ２５３ １４０６ ０ ２５３ １４０６ ０ ２５３ １４０７ ０ ２５６ １４０７ ０ ２５６

低收入县 １３２８ ０ １８８ １３２８ ０ １８８ １３２８ １ １８８ １３２８ ０ １８８ １３３０ ０ １７４ １３３０ ０ １７４

贫困县

人均 ＧＤＰ ５７３ １００４１ ５７３ １１５３０ ５７３ １４１７４ ４８１ １８０１９ ５７２ １６８７７ ５７２ １８３７４

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
５７３ ２７６７ ５７３ ３０６９ ５７３ ３５３４ － － － － － －

丘陵县 ５７３ ０ １８２ ５７３ ０ １８２ ５７３ ０ １８２ ５７３ ０ １８２ ５７２ ０ １７７ ５７２ ０ １７７

山区县 ５７３ ０ ６６０ ５７３ ０ ６６０ ５７３ ０ ６６０ ５７３ ０ ６６０ ５７２ ０ ６５６ ５７２ ０ ６５６

民族县 ５７３ ０ ４５９ ５７３ ０ ４５９ ５７３ ０ ４５９ ５７３ ０ ４５９ ５７２ ０ ４５３ ５７２ ０ ４５３

低收入县 ５７３ ０ ８９４ ５７３ ０ ８９４ ５７３ ０ ８９４ ５７３ ０ ８９４ ５７１ ０ ９２６ ５７１ ０ ９２６

　 　 注: “ － ” 表示数据缺失ꎮ

四、 贫困县设立的经济增长效应

由于进入贫困县可以获得上级政府的财政转

移支付以及相关的政策支持ꎬ 同时ꎬ 由于减贫政

绩考核下的压力和激励ꎬ 在进入贫困县序列后ꎬ
贫困县的经济都处于飞快增长阶段ꎮ 早期对 “八
七扶贫攻坚计划” 的研究均显示贫困县的增长比

非贫困县更高ꎬ 然而ꎬ ２０１１ 年新一轮扶贫重点县

的选定对贫困地区经济发展是否仍然发挥作用呢?

表 ２ 给出了扶贫重点县经济增长状况的两阶段最

小二乘法估计结果ꎮ
首先ꎬ 在所有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中ꎬ Ａｎｄｅｒ￣

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 ｃｏｒｒ. ＬＭ 检验和 Ｃｒａｇｇ －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检验的统计量值都非常大ꎬ 拒绝原假设ꎬ 并且

Ｈａｍａｎ 检验的卡方值很大ꎬ 也拒绝原假设ꎬ 因

此ꎬ 不存在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问题ꎬ 即工

具变量法以及工具变量的选取是合适的ꎮ
其次ꎬ 相对 ＯＬＳ 的估计结果①ꎬ 两阶段最小

二乘法估计结果中的贫困县策略效应要强很多ꎬ
而 ＯＬＳ 估计结果的确存在严重低估ꎮ 回归结果

(１) 至 (３) 列给出了以 ２００８ 年作为基年进行差

分的长期回归结果ꎮ 从这一结果中可以看到ꎬ 每

一年贫困县的经济增长都要显著高于非贫困县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４ 年ꎮ 从累计情况看ꎬ 到

２０１１ 年贫困县相对非贫困县三年累计共高出 １０ ６
个百分点ꎻ 到 ２０１４ 年 ６ 年累计则高出 １６ 个百分

点ꎬ 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水平ꎬ 该结果与前期 Ｍｅｎｇ
(２０１３) 的研究结论相似ꎮ 这表明ꎬ 从一个较长

的时间跨度而言ꎬ 进入贫困县序列后ꎬ 贫困县的

经济依然能获得相对较快的增长ꎬ 即政府对贫困

县采取的区域性扶持战略在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

扶贫方面依然具有较强的效力ꎮ
最后ꎬ 在短期ꎬ 正如表 ２ 中 (４) 至 (７) 列

所给出的ꎬ 县级政府会有激励为达到某个目标而

进行行为和政策博弈ꎬ 其博弈结果在短期便可以

显现出来ꎮ 在晋升激励下ꎬ 贫困县有一个快速的

增长阶段ꎬ 但是ꎬ 如果要获取上级政府的财政转

移支付以及相应的政策支持ꎬ 也可能调整目标ꎬ
比如重新以获取贫困县资格为首要目标ꎮ 所以与

非贫困县相比较ꎬ ２０１０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经济增长

更快一些ꎬ 但在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其增长却更慢

一些ꎬ 只是 ２ＳＬＳ 下的增长效应相比 ＯＬＳ 下更高ꎬ
且更为显著ꎮ ２０１１ 年贫困县的增长较非贫困县显

著低 ５ ６９ 个百分点ꎬ 到 ２０１３ 年两年累计显著低

了 ５ ０７ 个百分点ꎬ 其显著性相对于 ＯＬＳ 下的结

果也更高ꎮ 而到 ２０１４ 年又开始恢复到高速增长模

式ꎮ 不仅如此ꎬ 即使我们进一步将贫困县扩展到

贫困地区②ꎬ 得到的结论与贫困县下的结论也高

度一致ꎮ 说明在新时代ꎬ 国家的区域性扶持战略

依然在推动区域平衡发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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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ꎬ 但是ꎬ 这种针对区域性瞄准的扶贫战略存

在着竞争性激励ꎮ
与贫困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ꎬ 特殊类型县的

长期和短期经济增长效应进一步显示出区域扶持

政策对地区经济有显著的短期激励效应ꎮ 与 ＯＬＳ
回归结果相比ꎬ 表 ２ 中的 ２ＳＬＳ 回归结果中ꎬ 其他

特殊类型县的结果其显著性提高了很多ꎬ 尤其是

山区县ꎮ 不仅如此ꎬ 这些特殊类型县还有一个共

同特征ꎬ 即在长期ꎬ 相对于非丘陵县、 非民族县

和非山区县ꎬ 丘陵县、 民族县、 山区县的经济增

长速度偏低ꎬ 且大部分结果都较为显著ꎮ 在短期ꎬ
与长期的结论基本一致ꎬ 除了 ２０１１ 年ꎬ 其他年份

的增长在短期也都是显著偏低的ꎻ 但是在 ２０１１

年ꎬ 这些特殊类型县的经济增长却又较高ꎬ 尤其

是山区县ꎬ 与其他年份的差异非常显著ꎮ 贫困县

虽然不全是这些特殊类型ꎬ 但是少数民族聚集地

以及山区依然是贫困县的主要特征ꎬ 政府扶贫资

金 的 分 配 也 会 向 其 倾 斜 ( 李 文ꎬ 汪 三 贵ꎬ
２００４)ꎮ〔１５〕然而ꎬ 相对于常规县ꎬ 这些特殊类型县

的经济增长在正常年份并没有表现得更好ꎬ 而在

２０１１ 年调整期却增长得更快ꎮ 对于这些特殊类型

的县ꎬ 一方面ꎬ 地理条件等因素依然是经济增长

的主要障碍ꎬ 另一方面ꎬ 他们并不需要以特别的

行为表现达到进入贫困县的目的ꎬ 政绩考核压力

和晋升激励相对均较小ꎮ 这些事实从侧面佐证了

扶贫重点县调整在短期所带来的激励效应ꎮ
表 ２　 两阶段最小二乘下的贫困县经济增长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２ｓｌｓ
ｌｎＹ１１ －

ｌｎＹ０８

ｌｎＹ１３ －

ｌｎＹ０８

ｌｎＹ１４ －

ｌｎＹ０８

ｌｎＹ１０ －

ｌｎＹ０９

ｌｎＹ１１ －

ｌｎＹ１０

ｌｎＹ１３ －

ｌｎ１１

ｌｎＹ１４ －

ｌｎＹ１３

贫困县
０ １０６∗∗∗ ０ ０６９２∗∗∗ ０ １６０∗∗∗ ０ １５１∗∗∗ －０ ０５６９∗∗∗ －０ ０５０７∗∗∗ ０ ０８９１∗∗∗

(０ ０２１９) (０ ０２３１) (０ ０２６２) (０ ０１８２) (０ ０１９２)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１２０)

丘陵县
－０ ０１４６ － ０ ０４４１∗∗∗ －０ ０５０７∗∗∗ －０ ０３１３∗∗∗ ０ ０１７３ － ０ ０３１８∗∗∗ －０ ００６４７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１２８) (０ ０１４５) (０ ０１０１) (０ ０１０８)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０６６４)

山区县
－０ ０５６７∗∗∗ －０ ０９９６∗∗∗ －０ １３０∗∗∗ －０ ０８２２∗∗∗ ０ ０３０６∗∗ －０ ０３１０∗∗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５６) (０ ０１７７) (０ ０１２３)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０８０７)

民族县
－０ ０４４３∗∗∗ －０ ０２５１ －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４７５∗∗∗ ０ ００７８４ ０ ０１０７ － ０ ００８２６

(０ ０１７０) (０ ０１７２)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１３６)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１５１) (０ ００８８９)

常数项
０ ３４６∗∗∗ ０ ７３２∗∗∗ ０ ８５６∗∗∗ ０ １６０∗∗∗ ０ １８６∗∗∗ ０ ４３４∗∗∗ ０ １２０∗∗∗

(０ ０５７４) (０ ０５９１) (０ ０６６８) (０ ０４６８) (０ ０５０２) (０ ０５０８) (０ ０３０５)

初始增长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 平方 ０ ４４２ ０ ４７８ ０ ４１５ ０ １５５ ０ １１５ ０ ３４０ ０ １７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ｃａｎｏｎ ｃｏｒｒ ＬＭ 检验 ３６６ ７６∗∗∗ ４３８ ３８∗∗∗ ４３８ ３８∗∗∗ ４４１ ４６∗∗∗ ３６６ ７６∗∗∗ ３６６ ６５∗∗∗ ４３７ ７４∗∗∗

Ｃｒａｇｇ － Ｄｏｎａｌｄ Ｗａｌｄ Ｆ 检验 ４６５ ７３∗∗∗ ５５３ ５４∗∗∗ ５５３ ３８∗∗∗ ５５８ ３２∗∗∗ ４６５ ７０∗∗∗ ４６５ ７８∗∗∗ ５５２ ５８∗∗∗

观测值数 １ꎬ ６１１ １ꎬ ９７４ １ꎬ ９７６ １ꎬ ９７７ １ꎬ ６１１ １ꎬ ６０８ １ꎬ ９７３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ꎻ ∗∗∗ｐ <０ ０１ꎬ ∗∗ ｐ <０ ０５ꎬ ∗ ｐ <０ １ꎮ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Ｙ１１ － ｌｎＹ０８ 表示 ２０１１ 年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数与 ２００８
年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数之差ꎻ 表中其他被解释变量可做类似解释ꎮ 县级变量包括总人口、 行政区域面积等ꎮ

五、 基于其他类型县的稳健性分析

由于贫困县不是基于全国的评估比较而选出

来的ꎬ 调整的权力又下放到了各个省份自主决定、
自行权衡ꎬ 导致贫困县的选择可能存在一定的偏

向性ꎮ 因此ꎬ 我们考虑了不同标准下贫困县的经

济增长情况ꎮ
１. 低收入县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增长

本文根据农村人均居民收入的排序选择贫困

县ꎬ 为此选取了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共三

年的农村实际人均收入进行平均ꎬ 然后根据三年

的平均收入进行排序并做五等份ꎬ 如果某个县的

三年平均收入位列前 ４０％ 的县份序列中ꎬ 我们就

认其为低收入县ꎮ 之所以要选取收入最低的 ４０％
的县ꎬ 其原因主要是根据有效样本ꎬ 总县数为

１９０１ 个ꎬ 选取 ４０％的县份即 ７６０ 个ꎬ 其中内含的

贫困县约 ５９２ 个左右ꎬ 这些县都有动力争取贫困

县的资格ꎬ 因此ꎬ 我们选择了 ７６０ 个低收入县与

非低收入县进行比较分析ꎬ 但由于该选择程序的

原因ꎬ 导致在分析过程中存在着内生性问题ꎬ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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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ꎬ 选用 ２００８ 年人均农村居民收入作为工具变

量ꎬ 并依然控制初始经济增长状况ꎬ 即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对数值差ꎮ
结果如表 ３ 中的 (１) 至 (３) 列所示ꎬ 不管

是在有偏向性选择的国家扶贫重点县下ꎬ 还是在

根据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列选取出来的低收入

县下ꎬ 相对中高收入县ꎬ 在长期ꎬ 扶贫重点县或

低收入县都有一个相对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ꎻ 在

短期ꎬ 经济增长状况则视所在年份的目标选择而

不同ꎬ ２０１１ 年低收入县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中高收

入县低 ４ ６６ 个百分点ꎬ 非常显著ꎬ 且在考虑农村

居民人均纯收入后仍得到相似的结果ꎮ 而表 ３ 中

的 (４) 至 (６) 列还考虑了低收入县的农村居民

人均收入增长趋势ꎬ 虽然只选取了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

人均收入情况ꎬ 从回归结果中我们依然可以发现

存在短期的权衡取舍ꎮ 相对 ２００８ 年ꎬ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０ 年低收入县的人均收入增长较中高收入县的

增长要快ꎬ 其中 ２００９ 年高出 ４ ０４ 个百分点ꎬ
２０１０ 年高出 ３ ９８ 个百分点ꎬ 都非常显著ꎮ 然而ꎬ
相对 ２００９ 年ꎬ 低收入县 ２０１０ 年的人均收入增长

率较中高收入县却低了 １ ０５ 个百分点ꎬ 并且在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ꎮ
表 ３　 低收入县的经济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ｓｌｓ
ｌｎＹ１０ －

ｌｎＹ０９

ｌｎＹ１１ －

ｌｎＹ１０

ｌｎＹ１１ －

ｌｎＹ０８

ｌｎＲＩ０９ －

ｌｎＲＩ０８

ｌｎＲＩ１０ －

ｌｎＲＩ０８

ｌｎＲＩ１０ －

ｌｎＲＩ０９

低收入县
０ ０４９７∗∗∗ － ０ ０４６６∗∗∗ ０ ００７２８ ０ ０４０４∗∗∗ ０ ０３９８∗∗∗ － ０ ０１０５∗

(０ ０１１９) (０ ０１３４) (０ ０１４９) (０ ００８３８) (０ ００８３７) (０ ００５３７)

丘陵县
－ ０ ０２３０∗∗ ０ ０１５６ － ０ ００５９０ － ０ ００９６５ － ０ ０１０４ － ０ ００７６４∗

(０ ００９５０) (０ ０１０６) (０ ０１１８) (０ ００６６８) (０ ００６６７) (０ ００４２８)

山区县
－ ０ ０５０６∗∗∗ ０ ０２６０∗∗ － ０ ０２０７ － ０ ０１１５ － ０ ０１３３∗ －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１０９) (０ ０１２５) (０ ０１３９) (０ ００７６４) (０ ００７６５) (０ ００４９１)

民族县
－ ０ ０３３２∗∗∗ ０ ００８７０ － ０ ０２８１∗ ０ ００２２４ ０ ０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４８∗∗

(０ ０１２７) (０ ０１４７) (０ ０１６４) (０ ００８９５) (０ ００８９４) (０ ００５７４)

常数项
０ １１８∗∗∗ ０ ２１１∗∗∗ ０ ３１６∗∗∗ ０ ０８６６∗∗∗ ０ ０６３５∗∗ ０ １１０∗∗∗

(０ ０４５０) (０ ０４９９) (０ ０５５７)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３１６) (０ ０２０３)

初始增长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县级变量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察值数 １ꎬ ９０１ １ꎬ ６０６ １ꎬ ６０６ １ꎬ ９０１ １ꎬ ９０１ １ꎬ ９０１

Ｒ 平方 ０ ２３１ ０ １１８ ０ ４６８ ０ ０５１ ０ ０５３ ０ １４９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ꎻ ∗∗∗ｐ < ０ ０１ꎬ ∗∗ｐ < ０ ０５ꎬ ∗ｐ <
０ １ꎮ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ＲＩ０９ － ｌｎＲＩ０８ 表示 ２００９ 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

收入对数与 ２００８ 年农村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对数之差ꎬ ｌｎＹ１０ －
ｌｎＹ０９ 表示 ２０１０ 年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数与 ２００９ 年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

数之差ꎻ 其他被解释变量可做类似解释ꎮ

２. 扶贫重点县调整对县级经济增长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进行稳健性分析ꎬ 我们考察了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贫困县调整对各县级经济增长

的影响ꎮ 表 ４ 给出了贫困县调整前后的经济增长

状况ꎬ 根据这次调整情况ꎬ 我们将所有样本县划

分为 ４ 类: 调整前后都为非贫困县的县、 调整以

后从贫困县退出的县、 调整前后都为贫困县的县

以及调整以后新进入贫困县的县ꎬ 以调整前后都

为非贫困县的县作为参照组ꎮ 表 ４ 的回归结果

(１) 为调整前后的差异ꎮ 相对非贫困县ꎬ 不管是

退出的还是新进入的扶贫重点县ꎬ 或者一直处在

贫困县序列中的重点县ꎬ 其增长都要偏低ꎬ 而一

直处在贫困县序列中的县和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县

两者的结果非常显著ꎬ 尤其退出贫困县序列的县

３ 年累计增长低了 ７ ９８ 个百分点ꎬ 新进入的县则

不是很显著ꎮ 但是观察对比表 ４ 回归结果 (２)
中调整以后的结果发现ꎬ 在 ２０１４ 年各类地区经济

增长中ꎬ 贫困县开始以一个较非贫困县更快速的

步伐在增长ꎬ 一直处在贫困县序列的县份其增长

高出非贫困县 ２ １２ 个百分点ꎬ 新进入贫困县序列

的县份高出 ３ ２４ 个百分点ꎬ 而退出贫困县序列的

县则为负ꎬ 并且不是很显著ꎮ 由此可以说明ꎬ 贫

困县选择的行为激励效应以及因为进入贫困县序

列后获得资金和政策支持对经济增长的显著促进

作用ꎮ 但是ꎬ 正如本文在贫困县调整介绍时所做

的特别说明ꎬ 退出贫困县序列和进入贫困县序列

表 ４　 贫困县调整下的县级经济增长分析

(１) (２)

ｌｎＹ１３ － ｌｎＹ１０ ｌｎＹ１４ － ｌｎＹ１３

退出的贫困县
－ ０ ０７９８∗∗∗ － ０ ００８３６

(０ ０３０４) (０ ０１６１)

始终为贫困县的县
－ ０ ０３７２∗∗∗ ０ ０２１２∗∗∗

(０ ０１０７) (０ ００５６５)

新进入的贫困县
－ ０ ０２０８ ０ ０３２４∗∗

(０ ０３０７) (０ ０１６２)

丘陵县
－ ０ ０１５４ － ０ ００１７１

(０ ０１２１) (０ ００６３７)

山区县
－ ０ ０３２２∗∗ － ０ ００８６３

(０ ０１３５) (０ ００７０９)

民族县
０ ０１６３ ０ ００３６７

(０ ０１６０) (０ ００８４１)

常数项
０ ５８９∗∗∗ ０ １０２∗∗∗

(０ ０５５８) (０ ０２９４)

初始经济增长控制 是 是

县级变量控制 是 是

省份控制 是 是

观察值数 １ꎬ ９７４ １ꎬ ９７３

Ｒ 平方 ０ ２６４ ０ ２３０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ꎻ ∗∗∗ ｐ < ０ ０１ꎬ ∗∗ ｐ < ０ ０５ꎬ ∗ ｐ
<０ １ꎻ 参照组为调整前后都为非贫困县的县ꎮ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Ｙ１３
－ ｌｎＹ１０ 表示 ２０１３ 年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数与 ２０１０ 年实际人均 ＧＤＰ
对数之差ꎻ ｌｎＹ１４ － ｌｎＹ１３ 可做类似解释ꎮ

２２



的县份占整个有效样本数以及整个贫困县数的比

例都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ꎬ 这可能会导致估计

结果有一定的偏差ꎮ

六、 贫困县选择的偏向性

１. 贫困县的瞄准效率分析

如果贫困县采取的战略在调整期与长期的效

应不相一致ꎬ 那么当前扶贫重点县选择将呈现什

么样的具体特征以及其瞄准性又是如何呢? 在表

５ 中我们基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平均

值选取了 ５９２ 个贫困县ꎬ 方法是将所有县三年农

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值进行排序ꎬ 选取平均收入

最低的县作为贫困县 (我们称之为贫困县 １)ꎮ 通

过与国家扶贫重点县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首先ꎬ
根据人均纯收入平均值选取的贫困县在省级层次

分布上与国家扶贫重点县完全一致ꎬ 发达省份如

福建、 江苏、 山东、 浙江等都没有县进入贫困县ꎮ
其次ꎬ 贫困县 １ 在省际数量的分配上与国家扶贫

重点县并不完全一致ꎬ 比如安徽省的国家扶贫重

点县有 １９ 个ꎬ 但如果按平均人均收入排序ꎬ 安徽

省只有 ７ 个贫困县ꎻ 甘肃的重点县有 ４３ 个ꎬ 而贫

困县 １ 则有 ５５ 个等ꎮ 两者差异说明农村居民人均

收入是重点县选择的重要参照指标ꎬ 且各省

(市、 区) 的县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ꎬ 发达省份

的县域经济水平依然处于领先地位ꎬ 基于收入排

序的县分布与省级层次的经济水平高度相关ꎮ 最

后ꎬ 为了防止重点县选择受到区域特征的影响ꎬ
我们比较了贫困县 １ 和国家扶贫重点县在丘陵县、
山区县、 民族县、 贫困区域上的分布ꎬ 结果发现

按照平均收入排序选择的县反而在贫困区域、 山

区以及民族县中的占比高于国家扶贫重点县ꎬ 说

明区域地理文化对当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比较大ꎬ
或者说收入排序落后的县主要分布在山区、 少数

民族地区等特殊类型的地区ꎮ
在表 ６ 中ꎬ 我们根据 ２０１２ 年国家扶贫重点县

在各省的配额ꎬ 基于省内县级农村人均纯收入三

年平均值排序选取了各自配额数的贫困县 (我们

称之为贫困县 ２)ꎬ 与贫困县 １ 进行比较ꎬ 贫困县

２ 与国家扶贫重点县的重合率高达 ８６ ９％ ꎬ 高于

贫困县 １ 的重合率 ８０ １％ ꎮ 不过还是有 １３ １％的

国家扶贫重点县不属于该省的低收入县ꎮ 根据国

家扶贫重点县选择原则ꎬ 贫困县的选择不仅基于

收入ꎬ 也基于人均 ＧＤＰ、 贫困人口量、 人均财政

收入、 区域历史地理特征等指标综合确定ꎮ 但是ꎬ
可以看出现实中对贫困县的选择依然具有一定的

偏向性ꎮ

表 ５　 扶贫重点县与基于三年平均人均收入

选择贫困县在各省的分布差异

省份 国家扶贫重点县数量 贫困县 １ 数量

安徽 １９ ７

福建 ０ ０

甘肃 ４３ ５５

广东 ０ ０

广西 ２８ ２７

贵州 ５０ ５８

海南 ５ ４

河北 ３９ ３６

河南 ３１ ８

黑龙江 １４ １５

湖北 ２５ ２０

湖南 ２０ ４１

吉林 ８ ８

江苏 ０ ０

江西 ２１ ２５

辽宁 ０ ０

内蒙古 ３１ ９

宁夏 ８ ６

青海 １５ １８

山东 ０ ０

山西 ３５ ４２

陕西 ５０ ４１

四川 ３６ ５５

西藏 ０ ０

新疆 ２７ ２３

云南 ７３ ８９

浙江 ０ ０

重庆 １４ ５

贫困县总数 ５９２ ５９２

两类贫困县占比

贫困区域 ７４ １３％ ７９ ５６％

丘陵县 １７ ６６％ １３ ５１％

山区县 ６５ ５６％ ７３ ９９％

民族县 ４５ ２８％ ４８ １４％

　 　 注: 贫困县 １ 是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全国县级农村人均纯收入平

均后进行排序进而选出的平均收入最低的 ５９２ 个县ꎻ 西藏因为作

为总体进行扶持ꎬ 所以扶贫重点县的数量为 ０ꎻ 西藏在贫困县 １
中的数量为 ０ 是因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缺失ꎮ

表 ６　 国家扶贫重点县与基于收入选取的

贫困县的差异分析 (单位: 个)
非国家扶贫重点县 国家扶贫重点县 总计

非贫困县 １ １２７３ １１４ １３８７

贫困县 １ １３４ ４５８ ５９２

非贫困县 ２ １３１２ ７５ １３８７

贫困县 ２ ９５ ４９７ ５９２

总计 １４０７ ５７２ １９７９

　 　 注: 贫困县 １ 是对全国县级农村人均纯收入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平

均值进行排序进而选出的平均收入最低的 ５９２ 个县ꎻ 贫困县 ２ 是

对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０ 年各省县级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值进行排序并

基于国家扶贫重点县中各省重点县数量选取的等量县数ꎬ 共计

５９２ 个ꎮ

３２



２. 贫困县特征的 Ｐｒｏｂｉｔ 分析

表 ７ 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继续分析 ２０１２ 年前后贫

困县的分布特征ꎮ
表 ７　 ２０１２ 年前后贫困县选择机制的实证分析

(１) 是否是 ２０１２ 年重点县 (２) 是否是 ２００１ 年重点县

平均人均 ＧＤＰ 对数
－ ０ １２４ ０ １４２

(０ ２５６) (０ ２２５)

平均人均农村纯收入对数
－ ５ ２０６∗∗∗ － ４ ７０６∗∗∗

(０ ３５７) (０ ３０９)

平均人均财政收入对数
－ ０ １７３ ０ ３３１∗∗∗

(０ １３５) (０ １２２)

行政区域面积对数
０ ０９１５ ０ ０１１０

(０ ０９４０) (０ ０７８９)

总人口数对数
０ ５５２∗∗∗ ０ ６５１∗∗∗

(０ １１０) (０ ０９７７)

平均第一产业占比对数
０ １１７ ０ ０６３３

(０ １９６) (０ １５９)

平均第二产业占比对数
０ ００６６７ － ０ ３０５∗

(０ ２００) (０ １６８)

丘陵县
０ ２９４ ０ １２２

(０ １８３) (０ １６１)

山区县
０ ８８３∗∗∗ ０ ７５０∗∗∗

(０ １９６) (０ １７２)

边境县
０ １３０ － ０ ２７７

(０ ２５１) (０ ２１３)

革命老区县
０ ３２６∗∗ ０ ５２０∗∗∗

(０ １４４) (０ １３１)

民族县
－ ０ ０４７２ ０ ２３０

(０ １８２) (０ １６３)

省份控制 是 是

　 　 注: 括号中为标准误ꎻ ∗∗∗ｐ < ０ ０１ꎬ ∗∗ｐ < ０ ０５ꎬ ∗ｐ
<０ １

第一ꎬ 人均 ＧＤＰ 对于是否入选重点县并没有

显著影响ꎬ ２０１２ 贫困县与人均 ＧＤＰ 是反向的关

系ꎬ ２００１ 年则是正向的关系ꎮ 第二ꎬ 农村人均纯

收入是入选重点县的重要指标ꎬ 它对入选重点县

有显著的负向影响ꎬ 人均收入越高ꎬ 进入重点县

的可能性越低ꎮ 第三ꎬ 平均人均财政收入也是入

选 ２０１２ 年重点县的一个参考指标ꎬ 根据对 ２０１２
年的分析显示ꎬ 平均人均收入高的县进入贫困县

的可能性低ꎬ 不过显著性不高ꎬ 但是对于 ２００１ 年

入选的重点县而言ꎬ 平均人均财政收入与其有显

著正向关系ꎮ 第四ꎬ 在地理特征上ꎬ 山区和革命

老区是贫困县的显著特征ꎬ 这些地区的县份成为

贫困县的可能性非常显著ꎬ 而丘陵县、 边境县、
民族县都不是贫困县的显著特征ꎮ 第五ꎬ 行政区

域面积对重点县的选择没有显著影响ꎬ 县总人口

越多ꎬ 入选重点县的可能性越高ꎻ 产业结构不是

２０１２ 年贫困县的主要特征ꎬ 在 ２０１２ 年入选的重

点县中ꎬ 第一产业占比和第二产业占比没有显著

差异ꎬ 不过 ２００１ 年扶贫重点县的第二产业占比显

著低很多ꎮ 综上所述ꎬ ２０１２ 年贫困县的瞄准主要

偏向农村人均纯收入ꎬ 并向山区和革命老区倾斜ꎬ
其他的经济社会特征并不明显ꎮ

七、 结论

从长期视角看ꎬ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贫困县设

立在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推动区域经济均衡

发展方面依然具有较强的作用ꎮ 但是在贫困县选

择与调整的特定时期ꎬ 贫困地区较非贫困地区的

增长显著更慢ꎬ 从而影响了贫困县的瞄准效率ꎬ
这需要国家未来在制定区域性平衡发展政策时ꎬ
充分考虑政策的行为激励效应ꎬ 增加瞄准效率ꎮ

随着扶贫的不断深入ꎬ 减贫难度越来越大ꎮ
当前阶段扶贫战略已从传统的区域瞄准向个体瞄

准转换ꎬ 通过精准扶贫战略消除现行标准下的所

有绝对贫困ꎮ 但是ꎬ 区域性瞄准战略在新时代的

经济增长与扶贫实践中依然具有较强的意义ꎬ 对

于第二个十年扶贫规划下的扶贫重点县战略的扶

贫成效不应忽视ꎮ 本文研究发现ꎬ 进入扶贫重点

县序列的县由于有上级政府的财政支持ꎬ 其经济

增长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相对非贫困县都更快ꎬ
说明扶贫重点县的设立以及国家对落后地区的扶

持对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地区减贫依然起着较强

的推动作用ꎮ 只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ꎬ 将区域瞄

准和个体瞄准相互结合ꎬ 才能获得最大的减贫效

果ꎮ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ꎬ 要将深度贫困地

区作为区域攻坚重点ꎬ 确保在既定时间节点完成

脱贫攻坚任务ꎮ
如果对贫困县的考核主要以经济增长为导向ꎬ

则会引导贫困县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开发和县城建

设ꎬ 同时还会减弱其 “益贫” 效应ꎬ 加大个体发

展的不平衡性ꎬ 因为富人、 受教育程度较高者、
资源所有者等更容易从经济增长中受益ꎬ 从而导

致经济增长与减贫产生矛盾ꎮ 同时由于存在考核

压力和晋升激励ꎬ 很多县的短期目标可能会偏离

长期目标ꎬ 尤其体现在贫困县选择的时点前后ꎬ
贫困县的经济增长等各项指标甚至不如非贫困县ꎬ
表明贫困县调整对贫困县的行为是有激励效应的ꎬ
从而会减弱区域瞄准效率ꎬ 不利于区域的均衡

发展ꎮ
基于精准扶贫规划战略ꎬ 贫困县的动态调整

能够减弱行为的负向激励效应ꎬ 同时ꎬ 进行扶贫

政策的动态调整也是提高扶贫精准性的一种重要

手段ꎮ 在当前扶贫攻坚的决胜时刻ꎬ 中央要求取

消贫困县以经济增长为主要参考指标的考核制度ꎬ

４２



代之以加强贫困县减贫成效作为参考指标的考核

制度是十分重要的ꎮ 为此ꎬ 在建立贫困县退出机

制时需要保证贫困县退出后的政策连续性ꎬ 对退

出后的贫困县仍然应进行政策支持ꎬ 从而建立一

个正向激励机制ꎬ 让贫困县的各项工作回归民生

层面ꎮ 在此正向激励制度下ꎬ 进一步实施区域性

扶贫政策ꎬ 如易地扶贫搬迁、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招商引资、 建立特色产业等ꎮ 与此同时ꎬ 在精准

扶贫目标下实施因地制宜的区域性扶持政策应是

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最为有效的政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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